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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和
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研究
———新冠疫情背景下的挑战与应对

王素云,沈桂龙
(上海社会科学院

 

世界中国学研究所,上海　 200235)

摘要: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带来生命威胁的同时,对全球贸易和投资造成的冲击和影响亦不容小

觑。 我国推动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建设遭遇了外部环境收紧和疫情叠加的

双重约束。 作为“一带一路”倡议的主导者,如何审视新冠疫情冲击下与沿线国家的贸易和投资自由化

便利化成为当前研究的重要内容。 文章从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的现实背景出发,分析了推动“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面临的新挑战,在立足于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的基本判定之

上进一步提出应对之策。 研究认为,疫情直接冲击了全球供应链、价值链和产业链,全球经贸活动受限

影响了“一带一路”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的进度和节奏,但是相关基本判定不会因外部环境的变化

而产生动摇。 因此,推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在把握多元目标的逻辑自洽性

和一致性基础上,还需要意识到实施过程的长期性、反复性、复杂性和多样性,以平常心对待主客观认识

的变化和修正。 基于上述重要判定,文章提出以下政策建议:第一,强化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对接,在现有

的规则和多边贸易协定基础上,融合和对接有助于“一带一路”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的规则和措施。

第二,在区域经济一体化“整体对接”情况下,充分利用“个体”合作的重要性和突破作用。 可考虑通过

双边自贸协定谈判,强化中国与自贸协定国的经贸关系,以“一带一路”倡议作为积极开拓双边市场的重

要动力,利用示范性合作和收获性成果撬动区域的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 第三,借助已有的价值链

体系优势和制造业产能优势,从地区和产业维度对沿线国家制定差异化和有针对性的区域价值链布局

策略。 建议以“一带一路”倡议为契机强化以价值链构建为核心的贸易和投资平台,构造以中国制造为

核心的价值链体系,打造“区域价值链合作范本”。 第四,抓住疫情期间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机遇,挖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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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后信息网络、数字经济、跨境电子商务以及公共卫生领域的产业合作新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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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及文献综述

2020 年初新型冠状病毒(COVID-19)突然爆发并逐渐在全球范围内大流行和随之而来的“大

封锁”,对全球经济、贸易和投资产生了重大影响。 疫情在全球经济后危机时代的周期低迷期发生,
进一步放大了其对宏观经济的影响。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指出新冠疫情导致国际贸

易和外国直接投资急剧下降,放大了国际贸易和投资的挑战[1] 。 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叠加

新冠疫情冲击的现实背景,推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的外部环境日趋复

杂[2] 。 新发展格局下,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公报明确提出: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

便利化,推进贸易创新发展,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
在已有的研究中,关于“一带一路”倡议的目标和任务的“虚化”和“泛化”问题广受学者们议

论。 “一带一路”倡议作为一种新的合作机制,其经济互利、人员流动和文化相融等多重目标的逻辑

自洽和排序一直存在争议。 为避免上述争议,已有的关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和投资自由化

便利化的研究主要从定量分析角度出发,借助国家层面的数据或者国际组织发布的数据进行四个

方面的评估:(1)贸易自由化的测度和经济效应[3-4] ;(2)贸易便利化的评估和经济效应[5-9] ;(3)投

资自由化评估和影响[10] ;(4)投资便利化的评估和投资效率[11] 。 一般情况下,贸易自由化便利化主

要体现在市场准入、边境上和边境内的便利性、以管理和执法为代表的营商软环境和以基础设施为

代表的营商硬环境。 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更为强调投资的准入程度和便利程度。 因此,首先需要探

讨以下逻辑问题:上述四个目标是何种关系以及如何排序,是否存在优先程度的差别? 本文认为与

“一带一路”倡议中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冲突的现实案例导致目标排序的争议有所不同的是,对于

一个行业来说,在投资领域允许“外商直接投资”的市场准入则意味着贸易领域的贸易保护削弱和

贸易自由化的提升。 因此贸易投资领域的自由化和便利化类似于“开放和改革之间相互促进”的

关系①。
本文从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的现实背景出发,在立足于“一带一路”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

的基本判定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应对之策。

二、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放大了“全球化逆潮”的影响力

在逆全球化与新冠疫情双重影响下的全球经济恢复依然漫长且存在不确定性,推动“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面临更为严峻的约束和挑战。 新冠疫情阻碍了全球化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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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吕洪良详细论证了改革促进开放、开放促进改革和改革与开放相互促进的观点。 参见:吕洪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视野下的改革与开放

关系研究[M] .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73-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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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进而对全球化产生负面影响②。 欧美主要国家在全球化态度上的转变产生的示范效应影响了

“一带一路”的舆论环境,更为复杂和更高成本的全球化对“一带一路”倡议的影响不可低估。

(一)新冠疫情下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合作环境有所收紧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世界范围内的逆全球化浪潮不断兴起,曾经在推动经济全球化进程

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发达经济体陆续推出贸易保护主义措施,掀起了全球化的回头浪。 斯蒂格利茨

在《全球化逆潮》中提到其在 21 世纪初编写《全球化及其不满》时探讨的主要是发展中国家对全球

化的不满情绪,而如今全球化的不满情绪已经蔓延到发达国家内部,因全球化导致的利益受损阶层

通过投票的方式选取具有民粹主义倾向的领导人来表达这种不满[12] 。 2020 年新冠疫情全球爆发

后,逆全球化的思想和意识在政治层面和经济层面的投射愈演愈烈,经济民族主义日益增长。 Irwin

借助全球化的历史周期数据把全球化划分为 5 个阶段,并重点强调 2008 年是全球化进程的顶峰,随

后全球化进程进入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首次回落和倒退(如图 1 所示)。

图 1　 1870—2017 全球贸易开放度

资料来源:Dougl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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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逆全球化并不是完全破坏全球化,但以逆全球化为表现特征的贸易保护主义会增加推动

“一带一路”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的阻力和难度。 张弛和郑永年指出新冠疫情引发了一场全球

性“综合危机”,“经济主权主义”的回归将推动“有限的全球化” [13] 。 钟飞腾指出疫情冲击下应该结

构化地看待全球化,关注以价值链地区化为特点的“慢全球化” [14] 。 张蕴岭指出经济全球化的四大

支柱为多边的开放体系、企业的国际化经营和国际供应链、政府以增长为导向的开放政策和民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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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王栋和贾子方指出新冠疫情对全球化产生负面影响的逻辑在于新冠疫情下的“隔离”方案直接影响全球化要素的流动,本质上冲击的

是以聚集为代表的社会基本生产模式。 参见:王栋,贾子方. 新冠肺炎疫情与技术进步双重影响下的全球化趋势[ J] . 国际论坛,2021
(1):18-31,155-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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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可[15] 。 但是当前普遍性的开放理念已经逐渐被平衡和对等开放替代,社会公众不再盲目推崇市

场原教旨主义信条和“开放都是好的”理念,转向寻求政府的保护。 徐奇渊指出在新冠疫情的影响

下,全球化从单一的注重效率的发展路径转向兼顾效率与风险的多元发展路径,这意味着全球化的

成本将更为高昂[16] 。 UNCTAD 指出疫情对投资决策产生持久影响,政策和经济治理呈现三个重要

趋势:国内政策倾向干预主义、贸易和投资倾向于保护主义以及区域、双边、特别经济合作有所增

加③。 因此,我们需要意识到全球化不会退回到极端“孤立主义”状态,但是短时间自由化回落是新

的常态,全球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导致国际经贸合作难度增大、合作意愿减退。

(二)中美贸易战与疫情的叠加影响成为“一带一路”倡议的现实约束

政治、经济和地缘都会对一国贸易和投资产生影响,经济的影响是全面的和普遍的,而政治领

域的影响速度快、破坏性强。 在新冠疫情大流行之前,美国对中国经济“脱钩”的想法在美国国内已

经获得了一些支持,脱钩的动力因新冠疫情大流行之后而增强。 赵明昊指出新冠疫情后美国以“经

济安全”的名义不断加强对华经济和技术冷战,而“一带一路”倡议成为美国加强对华地缘政治竞争

的抓手[17] 。 沈国兵指出中美贸易战与疫情叠加的冲击造成了我国对外贸易环境的政治摩擦困

境[18] 。 黄仁伟指出在中美竞争加剧的背景下美国对“一带一路”愈发敏感,未来即使盟国要和“一

带一路”有所合作,也可能会受到美国的威胁和打压[19] 。 面对中美竞争关系的加剧,“一带一路”沿

线国家可能面临选边站的现实困境。 目前中美关系依然处于敏感期,贸易战的不断升级和扩围显

示出两国关系的逐渐滑坡。 此外,美国正试图通过经济援助和拉拢盟友的方式推进印太战略。 例

如,2019 年 11 月,美国、日本和澳大利亚推出“蓝点网络”计划,以此作为着力点加强基础设施领域

的合作,并辅以低息贷款鼓励投资。 印太战略的推进引发周边国家的担心,或许他们并不想卷入中

美之间的抗争,但是印太战略的推进会引起周边国家更为谨慎的态度。 沿线国家的有所顾忌既不

利于已启动的
 

“一带一路”合作项目的进程,也不利于深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和投资自由化

便利化工作的开展。 因此,加大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投资合作的前瞻性研究迫在眉睫,既要

提前摸排风险和隐患又要保持动态跟踪。

三、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冲击了全球供应链、价值链和产业链

(一)新冠疫情的全球流行影响全球经贸活动的开展

与传统的产品生产过程有所不同,全球价值链中的“链”体现为产品的设计、生产、组装、销售以

及售后服务分布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2020 年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提

出 COVID-19 具有三个显著的特点:一是此次疫情对经济和社会的冲击巨大;二是病毒的反复性和

高传染性导致疫情控制时间不可准确预测;三是以隔离封锁为代表的疫情防控措施与刺激总需求

的鼓励经济活动政策存在矛盾,这导致刺激经济活动的措施受限且具有挑战性。 而发达经济体的

进出口增长率弹性将显著高于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进出口,因而进出口贸易受影响程度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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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④。 各国为了应对疫情采取的限制措施导致国际贸易和其他形式的交往严重受限,这比 2008 年

金融危机的波及范围更广、影响更为严重。 新冠疫情的不确定性和全球主要制造中心的封锁政策

凸显了全球经贸活动的脆弱性和未来国际贸易和投资的不确定性。
(二)新冠疫情的全球流行直接影响全球供应链的稳定性

全球价值链上的生产系统并不是“链条”式的线性链接,而是围绕着以美国为核心的区域生产

中心、以中国和日本为核心的亚洲区域生产中心以及以德国为核心的欧洲区域生产中心,区域生产

中心内部和区域生产中心之间实现要素的流动和资源配置。 过去 30 多余年,全球价值链与贸易协

定不断发展、彼此强化。 发达经济体对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抵触和不断升级的贸易保护主义已经影

响人们对全球价值链的判断,而此次疫情对全球价值链的直接冲击导致政府、企业和民众均意识到

价值链中的“生产的非国别化”造成的不安全感。 刘宏松指出疫情影响下国际范围内的资本、货物

和人员流动锐减[20] 。 随着新冠疫情的推进,疫情对供应链的影响分为三个方面(见表 1)。
表 1　 疫情对全球供应链的冲击⑤

时间 具体冲击

第一阶段 2019 年年底新冠疫情爆发至 2020
年 3 月国内疫情得到有效控制

单向影响:中国国内企业因全方面停工和阻断,对全球供应链造成
短暂的冲击
表现形式:订单萎缩,延迟交付

第二阶段 2020 年 3 月中旬疫情的全球扩散爆
发—国外疫情开始反向输入中国

双向影响:中国控制疫情后有序复工,欧美等主要国家因为疫情影
响停工停产
表现形式:供应链供给端和需求端全面受限

第三阶段 全球新冠疫情进入平台期和反复
期,短期冲击转向中长期影响

长期影响:疫情冲击造成全球供应链的大中断和调整,反映出供应
链的脆弱性,以及对国家安全性的影响
表现形式:全球供应链调整,涉及国计民生的制药、医疗器械等产
业呈现本土化生产趋势

　 　 从中长期来看,疫情将冲击全球价值链产业分工体系的基石。 张二震和戴翔指出疫情的直接

冲击造成全球价值链活动的萎缩并间接作用于正在发生的全球价值链的重构[21] 。 一方面基于对新

冠疫情的高度传染性的担忧,各国对入境人员的限制和货物运输流动的限制阻碍了国际供应链正

常运转。 另一方面随着新冠疫情在世界范围的蔓延,由此引发的一系列问题促使企业和政府对原

有的国际战略布局进行反思,疫情对企业的冲击在于从效率优先的价值链追捧模式转换为效率与

安全并重的偏保守模式。 疫情对价值链的冲击使政府已经充分意识到全球供应链的突然断裂将威

胁国家安全,而国家公共卫生的安全和医疗产品的有效供应成为国家竞争力和国家意志的重要

体现。
(三)新冠疫情的全球流行将影响全球价值链和产业链布局

刘志彪和陈柳根据疫情发展和欧美主要国家的态度,提出供应链重组的可能性以及疫情后全

球价值链呈现“内向化”发展的新趋势[22] 。 此次疫情对我国所处的价值链和供给链的冲击体现在

中间品进口受阻、外部市场的受阻和和后疫情时代全球产业链的变革以及产生的影响。
目前,国内外主流学者表示新冠疫情将是全球价值链布局的重要转折点,以欧美主导的“管理

全球化”理念开始向“改造全球化”理念转变。 一方面新冠疫情将有助于直接推动以医疗器械、制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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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防疫抗疫为代表的产业率先进行本土化生产,另一方面全球产业布局的本土化和多元化发展将

成为未来供应链和价值链的发展趋势。 尤其是以欧美为代表的发达国家的政府、企业乃至民众已

经意识到全球公共卫生紧急事件将考验一个国家的本土制造能力,这种能力关乎国家的经济安全,

也关乎民众的健康保障。 因此,减少对外依赖,将事关国计民生和健康的产业的生产和供应链转移

回国的观点开始盛行。 例如,2020 年 3 月 25 日欧盟向各成员国发布了保护欧盟战略性资产的收购

指南,增加对医疗相关企业和研发机构的投资保护,防止新冠疫情冲击下可能发生的外资战略性资

产收购。

值得关注的是,“一带一路”倡议符合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理念,而该理念经过新冠疫情全球

大爆发后更加凸显其重要的实践价值。 新冠疫情对全球经济、政治、社会乃至公共卫生层面调整和

后续影响,拓展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的合作新方向。 因此,面对逆全球

化和新冠疫情的共同影响,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协调合作,携手

共同推进贸易和投资的自由化和便利化具有更为深远的意义。

四、推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的基本判定

突发事件产生的经济冲击具有暂时性和一定的延续性,其影响大小取决于疫情得到有效控制

时间的长短,经济活动最终会随着疫情的结束回到正常运行的轨道上。 疫情会影响我国与“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的合作进度和节奏,但是基本判定和事实不会因疫情产生

动摇。

(一)推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需把握多元目标的逻辑自洽性和一

致性

作为国际经济联系主要方式的贸易与投资,从实践到理论发展都呈现出两者融合一体化的趋

势。 从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分析看,全球价值链发展的本质是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带动高质量

易流动要素(资本、技术、管理、品牌等)与低质量不易流动要素(劳动力、土地、自然资源和当地市场

等)之间的生产重组,要素的流动和组合构建了当前全球生产网络。 周文波提出 20 世纪 80 年代以

来,跨国公司的崛起并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要素资源促进了贸易投资的融合一体化发展[23] 。 张幼文

提出当前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过程中呈现贸易和投资深层次融合特征,贸易投资融合发展的

逻辑体现在三个方面:(1)投资替代贸易,跨国公司在东道国投资设立企业直接生产替代原有的母

国出口;(2)投资产生贸易,跨国公司被东道国劳动力要素或者自然资源禀赋亦或市场所吸引,基于

比较优势理论和要素禀赋理论对发展中国家进行投资;(3)投资改变贸易,全球产业链从“产业间”

分工走向“产业内”分工,形成跨国公司企业内贸易[24] 。 考虑到贸易投资一体化的理论论证和发展

现实,本文认为“一带一路”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的四个细分目标(贸易自由化、贸易便利化、投

资自由化和投资便利化)之间可以实现逻辑自洽,四者可以相互促进,是可以并列实现的任务和目

标。 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是深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合作、政治互信和人员往来的

重要抓手,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虽然目标多元,但是目标内部之间不存在混乱和相互冲突的

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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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推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需要意识到实施过程的长期性和反

复性

推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不是均等化和平均化的推动,需允许政策

的推进存在梯度和落差。 在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过程中,不能用理想主义色彩期待“一带

一路”倡议可以提供“一针灵”的政策工具。 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发展和合作受多种因素影响,

不是一朝一夕即可达成的[25] 。 从已有的国际经济秩序看,相比于另起炉灶式的变革带来的重重阻

力,借助增量改革的方式循序渐进将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提供合作新空间[26] 。 从我国自身经验

看,我国坚持 40 余年与国际经贸规则对接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对内改革对外开放不断

提升自身的硬实力和软环境建设,目前我国在经贸投资领域的自由化和便利化依然处于追赶阶段。
国际经贸规则不断处于变化过程,需要国内的机制和规则变革与之相适应和对接。 一方面,贸易保

护主义、单边主义推动的逆全球化浪潮袭来将不利于“开放和自由”的全球化发展进程,推动“一带

一路”沿线国家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进程将受此大环境影响;而在新冠疫情影响下,人员流动

受制于各国出入境管制措施,货物进出口受制于货物清关措施,贸易和投资的恢复需要一个稍长的

过程。 另一方面,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发,经济发展水平、既有的开放水平、已有的产业基础、

基础设施建设、市场的资源配置效率以及执政者对待开放的态度等都将影响“一带一路”贸易和投

资自由化便利化的进程。
(三)推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不能忽视区域和国家的多样性和复

杂性

加强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是“一带一路”倡议的重点内容。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潜力巨

大已经得到多方证实,而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对沿线国家的贸易流量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27] 。

从总体上看,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和投资呈现出不便利的特征,且具有一定的改善和

提升空间[28] 。 从自身禀赋维度上分析,“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发展水平、社会制度、语言文化以及

宗教信仰呈现多样化特征;在贸易投资衡量维度上,既有贸易投资自由化走在国际前列的国家如新

加坡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也有贸易投资存在严重壁垒的国家如蒙古、波黑、也门等国家,更有涉及

地缘政治难题的国家,如存在直接冲突的沙特阿拉伯和伊朗、沙特阿拉伯与俄罗斯以及历史矛盾重

重的印度和巴基斯坦。 张蕴岭等明确提出“一带一路”倡议是一个百年工程,与沿线国家间建立新

型合作伙伴关系,将亚洲、欧洲和非洲用先进的陆海交通网络实现“互联互通”,需要坚持用动态的

发展的眼光和方式来面对并解决问题[29] 。 叶海林指出“一带一路”作为前所未有的历史性工作,其

推行六年多来已经取得了众多早期成果,但是从长期来看“一带一路”框架下我国与沿线国家的合

作呈现“不完全信息下的多方重复非合作博弈”特征[30] 。 此外,沿线国家涉及面积之广、发展差异

之大、合作意图之多元,仅仅靠“一带一路”倡议是难以整合和填补的。 因此,“一带一路”倡议如我

国 1978 年开启的改革开放进程一样,是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摸索和探索的过程。
(四)推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需以平常心对待主客观认识的变化

和修正

“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与沿线国家开展贸易投资的重要桥梁,在合作过程中需要权衡经济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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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的风险、政策层面的风险、经济因素和非经济因素失衡导致的风险和大国博弈框架下的干扰风

险。 面对经济和非经济因素的失衡风险、大国博弈框架下的风险因素叠加影响,我们不能把“一带

一路”简化为单纯经济层面的合作,沿线国家之间、合作内部和外部竞争对手的经济、政治、国际经

贸规则变化乃至疫情全球大爆发大流行的客观风险都需要纳入考量因素。
但是,国际环境从来不是一直稳定不变的,国家间冲突的存在并不能阻断国际贸易和投资。 稳

定的外部环境是推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的有利条件但不是必须条

件。 因此,推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需要充分构建和利用有利的国际

环境,在风云多变的国际环境中,有针对性地加强与沿线重点国家的贸易和投资领域的合作。 对沿

线国家的发展基础和贸易自由化便利化发展程度进行准确判断和客观评估,是制定合作计划和合

作目标的基础和前提。 基于此,中国在推进与“一带一路”沿线各国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合作

方面需要“有的放矢”。 例如对于地理位置近、联系交往紧密且拥有共同的文化和合作基础的东亚

和东南亚国家来说,推进“一带一路”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的路径在于充分对接现有合作协定

而不是“另起炉灶”。 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等区域协定的基础上

坚持双管齐下,重点提升我国与上述国家的产业互补和融合,深化价值链的区域化合作。 与欧洲和

独联体国家的合作,则需要重点借助中欧班列连接亚欧大陆的纽带作用,强化中欧班列沿线的产业

园区合作与有效对接,加强边境管理和货物运输畅通以及投资领域的合作。

五、新冠疫情下推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的应对

面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多样性、差异性和复杂性情况,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的推进仍

面临诸多挑战。 面对新冠疫情下国际贸易和投资倾向于保护主义的现实困境以及区域、双边和特

别经济合作有所增加的趋势,未来需强化区域经济合作,在多边合作和双边合作框架中推进与“一

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水平。
(一)推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需要强化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对接

卡赞斯坦提出地区是由一组不同而又相互依赖的国家组成的,全球化和国际化造成地区间“多

孔化”现象意味着区域合作方式的多样性和渐进性[31] 。 因此对关键地区的重视和对接具有可行性

和必要性。 在全球范围内区域主义盛行的背景下,截至 2019 年有效的区域贸易协定累积到 490 个,
累计生效的区域协定有 303 个⑥。

推动“一带一路”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与亚太地区各国提出的区域经济合作倡议具有地缘

的重合之处,已有的多边贸易协定已经涵盖了“一带一路”的核心区域。 从作用上看,推动“一带一

路”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与区域双边和多边协定的目标具有一致性,即促进区域内贸易、投资、
人员流动的互联互通。 因此,探索区域合作倡议对接具有可行性,强化与区域一体化组织的合作和

对接将为推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注入新的动力。
中国作为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的坚定维护者,建议在现有的规则和多边贸易协定基础上,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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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对接有助于“一带一路”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的规则和措施。 借助“志同道合先行之”取代

“齐头并进”的理念,把握本质和全局,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

协定(RCEP)等区域经济合作框架内对接“一带一路”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 在进一步扩大对

外开放的理念下,内外兼修,加强政府层面的交流与合作,通过区域合作文件的签署嵌入“一带一

路”倡议能够为“走出去”的企业带来具体的指导效应。 尤其在推进贸易自由化便利化的过程中,需

要进一步强化减税明细、知识产权细则、政府采购条款、竞争和垄断条款、投资和金融细则、电子商

务、中小企业的特殊条款、争端解决方案等相关的细则,提升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的执行性和

可操作性。

(二)推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有赖于 FTA 合作机制的保驾护航

推动与沿线国家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不能跳脱原有的国际经贸秩序寄希望于新设立一

个多边的贸易投资合作体系。 高程指出“一带一路”倡议是开放型的合作平台,没有提供参与建设

的“约束性框架” [32] ,因而不具有“排他性”。 不具有“排他性”属性意味不能把“一带一路”倡议理

解为具有约束力的多边合作协定。

有学者指出与沿线国家“一事一议”的双边谈判方式政策协调难度大、成本高,既不能避免合作

目标的冲突,也存在不利于区域合作机制的有效发挥的问题。 但是,考虑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

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的发展阶段不同且存在差异化诉求的现实状况,参与伙伴很难接受一套适

用于所有伙伴的均等化的贸易投资规则。 经济发展阶段不同的国家对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的

诉求不同,对于软硬件基础设施优越型和良好型国家,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重点诉求在于

加强市场准入和边境管理的便利化水平合作;对于市场准入自由型但基础设施较为不足的国家,推

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重点诉求在于加强基础设施的建设和“互联互通”;对于贸易和投资自

由化便利化指标较为均衡的国家,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重点诉求在于从整体上进行谋划

提升国际经济规则的对接,更好地融入全球价值链和提升其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对于整体贸易

障碍型国家和投资准入限制性国家,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重点诉求在于传统的以关税成

本为代表的边境贸易壁垒的调整。 因此推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在“一

带一路”倡议的框架基础之上,推动双边和小多边合作尤为必要,在原有的双边和多边框架基础上,

进一步加强和升级贸易投资协定。

董哲指出为进一步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诸多融合贸易与投资规则的区域贸易协定或自由

贸易协定(FTA)逐渐发展起来[33] 。 建议在强化区域经济一体化“整体对接”情况下,充分利用“个

体”合作的重要性和突破作用。 可考虑通过双边自贸协定谈判,强化中国与自贸协定国的经贸关

系,以“一带一路”倡议作为积极开拓双边市场的重要动力,促进双边的贸易投资联系,并利用示范

性合作和收获性成果撬动区域的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

(三)推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应强化产业和地区的价值链对接

推动
 

“一带一路”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需要把包容性发展、区域一体化和全球价值链结合

起来。 考虑到区域内部和区域间的发展差距,我国应借助已有的价值链体系优势和制造业产能优

势,对沿线国家制定差异化和有针对性的区域价值链布局策略。 推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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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的高质量发展,需要注重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要素禀赋进行划分,从产业维

度、地区维度和要素禀赋互补维度推进价值链对接,突破传统国际分工体系中的低端锁定。 一方

面,WTO 发布的《2019 年全球价值链发展报告》显示德国是欧洲区域价值链的核心和枢纽,我国应

加强与欧盟核心成员国在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领域的合作,增强互补性贸易,推动区域价值链

对接和升级。 另一方面,东南亚、南亚国家正积极承接全球产业转移,而“一带一路”沿线既有日本、
韩国等全球制造业第二梯队国家,也有越南、老挝、柬埔寨等全球制造业的第三梯队国家。 我国处

在两个梯队的过渡阶段,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34] 。 因此,建议以“一带一路”倡议为契机强化以价

值链构建为核心的贸易和投资平台,融合第二梯队的产业技术资源和第三梯队的生产要素资源,构
造以中国制造为核心的价值链体系,打造“区域价值链合作范本”。

(四)推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应充分挖掘疫情下产业合作新空间

面对国际经贸规则的发展和变革,推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需要未

雨绸缪,向全球化 4. 0 时代贸易投资规则的发展方向升级。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公布的资料

整理汇总,截至 2019 年 8 月已经与中国建立电子商务合作的国家包括:哥伦比亚、意大利、巴拿马、
阿根廷、冰岛、卢旺达、阿联酋、科威特、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奥地利、匈牙利、爱沙尼亚、柬埔寨、澳
大利亚、巴西、越南、新西兰和智利。 疫情冲击为电子商务尤其是跨境电子商务发展带来了重要机

遇,“数字丝绸之路”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合作和普及为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带来新空间。
建议抓住疫情期间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机遇,借助“一带一路”数字经济服务平台和信息产业国际

合作高峰论坛两大平台,加强与沿线国家互联互通的信息产业标准体系、业务规范以及商业准则方

面的交流与合作。
在大数据、人工智能、信息网络以及数字贸易发展的趋势下,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数字基础设施

在比较优势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重要。 在机器代替劳动力的趋势下,劳动力密集和管理禀赋在

贸易中的优势有所降低,数据的流动和监管变得更加重要。 为推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数字领

域的合作和交流,增进国家间企业和技术的了解,建议充分利用区域国际组织和国际交流机构如国

际电信联盟、中国东盟信息港论坛、澜沧江湄公河合作机制等,为数字领域的合作创造机会。 结合

数字贸易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开展业务的实际需求,建议推动构建一批高水平的数字经济合作

基地。 尤其是借助 RCEP 中关于加强电子商务合作的条款,积极拓展以东盟为代表的新兴市场。 建

议依托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支持各类出口加工区、综合保税区和空港经济示范区大力发展跨

境电子商务,支持国内有实力的电商企业开展海外营销和属地化服务,探索面向当地市场的电商平

台,更好地贴近市场需求。
建议在秉承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下,积极拓展与沿线国家的合作新空间。 推动与“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的合作,尤其涉及民众健康的医疗卫生领域的合作,以最大的合作精神,最大限度地发

挥合作态度。 一方面,建议拓展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国际卫生合作,用“健康之路”加强对“一

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卫生基础设施援助,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公共卫生大数据平台。 另一方面,沿
线国家的公共卫生治理、民生所需的医疗技术、公共卫生基础设施建设领域均可纳入“一带一路”倡

议的合作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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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hile
 

the
 

global
 

pandemic
 

of
 

the
 

COVID - 19
 

threatens
 

lives 
 

it
 

also
 

has
 

an
 

impact
 

on
 

the
 

global
 

trade
 

and
 

investment.
 

China 􀆶 s
 

promotion
 

of
 

trade
 

and
 

investment
 

liberalization
 

and
 

facilitation
 

with
 

countries
 

along
 

􀆵 the
 

Belt
 

and
 

Road  
 

has
 

encountered
 

the
 

constraints
 

of
 

the
 

tightening
 

of
 

the
 

external
 

environment
 

and
 

the
 

superimposed
 

impact
 

of
 

the
 

pandemic.
 

As
 

the
 

leader
 

of
 

􀆵 the
 

Belt
 

and
 

Road  
 

how
 

to
 

examine
 

the
 

promotion
 

of
 

trade
 

and
 

investment
 

liberalization
 

and
 

facilitation
 

under
 

the
 

impact
 

of
 

the
 

COVID-19
 

has
 

become
 

a
 

significant
 

study.
 

The
 

paper
 

analyzes
 

the
 

new
 

challenges
 

faced
 

by
 

the
 

countrie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to
 

promote
 

trade
 

and
 

investment
 

liberalization
 

and
 

facilitation
 

under
 

the
 

epidemic
 

and
 

then
 

proposes
 

policy
 

suggestions.
 

The
 

pandemic
 

has
 

directly
 

impacted
 

the
 

global
 

supply
 

chain 
 

value
 

chain
 

and
 

industrial
 

chain.
 

The
 

pandemic
 

will
 

affect
 

the
 

progress
 

and
 

pace
 

of
 

􀆵 the
 

Belt
 

and
 

Road  
 

trade
 

and
 

investment
 

liberalization
 

and
 

facilitation 
 

but
 

the
 

basic
 

judgment
 

remains
 

the
 

same.
 

To
 

promote
 

trade
 

and
 

investment
 

liberalization
 

and
 

facilitation
 

of
 

countrie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it
 

is
 

necessary
 

to
 

be
 

aware
 

of
 

the
 

logical
 

consistency
 

of
 

multiple
 

goals.
 

It
 

is
 

also
 

necessary
 

to
 

be
 

aware
 

of
 

the
 

long-term 
 

complex
 

and
 

repetitive
 

nature
 

of
 

the
 

implementation
 

process 
 

and
 

calmly
 

to
 

deal
 

with
 

changes
 

in
 

our
 

subjective
 

and
 

objective
 

perceptions.
 

The
 

paper
 

puts
 

forward
 

the
 

following
 

policy
 

suggestions 
 

Firstly 
 

on
 

the
 

basis
 

of
 

existing
 

multilateral
 

trade
 

agreements 
 

align
 

the
 

rules
 

and
 

measures
 

that
 

are
 

conducive
 

to
 

the
 

liberalization
 

and
 

facilitation
 

of
 

trade
 

and
 

investment
 

under
 

􀆵the
 

Belt
 

and
 

Road .
 

Secondly 
 

make
 

full
 

use
 

of
 

breakthrough
 

role
 

of
 

individual
 

cooperation.
 

It
 

is
 

suggested
 

to
 

strengthen
 

the
 

economic
 

and
 

trade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FTA
 

countries
 

through
 

bilateral
 

free
 

trade
 

agreement
 

negotiations.
 

Taking
 

the
 

􀆵 the
 

Belt
 

and
 

Road as
 

an
 

important
 

driving
 

force
 

for
 

actively
 

exploring
 

bilateral
 

markets 
 

and
 

using
 

exemplary
 

cooperation
 

results
 

to
 

promote
 

the
 

liberalization
 

and
 

facilitation
 

of
 

regional
 

trade
 

and
 

investment.
 

Thirdly 
 

with
 

the
 

advantages
 

of
 

the
 

existing
 

value
 

chain
 

system
 

and
 

manufacturing
 

advantages 
 

develop
 

differentiated
 

value
 

chain
 

strategies
 

for
 

countries
 

along
 

􀆵 the
 

Belt
 

and
 

Road .
 

It
 

is
 

suggested
 

to
 

take􀆵the
 

Belt
 

and
 

Road 
 

as
 

an
 

opportunity
 

to
 

strengthen
 

the
 

trade
 

and
 

investment
 

platform
 

with
 

value
 

chain
 

and
 

create
 

a
 

regional
 

value
 

chain
 

cooperation
 

model.
 

Finally 
 

seize
 

the
 

opportunity
 

for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he
 

digital
 

economy
 

during
 

the
 

epidemic 
 

and
 

promote
 

industrial
 

cooperation
 

in
 

the
 

fields
 

of
 

information
 

network 
 

digital
 

economy 
 

cross-border
 

e-commerce
 

and
 

public
 

health
 

between
 

China
 

and
 

countrie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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